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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历史演进中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话语1
 

 

马  戎2 

 

摘要：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衍生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演化出不同的语言文字以及由语言文字承

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华文明在诸文明体系中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发展历程，形成了“多

元一体”的内部结构并对周边地区具有深远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为了“救亡图存”被迫接受

和学习西方文明，包括引进了西方的“民族”（nation）等政治概念，完全改变了中华文明传统中

的群体认同意识和文化意涵，对今天中国的“民族”结构带来深刻影响。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梳

理晚清、民国时期在西方知识体系影响下中国的“话语转型”过程，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智慧，努

力构建一个“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关键词：文明体系  民族话语  多元一体 

 

世界各地的人类社群在自身发展和相互交流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许多不同的文明形态。人们在

世界各地旅行以及从影视节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地人群不仅有不同的体质特征和不同的

语言文字，而且有不同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组织，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崇拜体系，不同的社会伦理结

构和知识体系。因此，学者们把世界划分为多个文明体系。斯本格勒将世界区分为 7 大文化形态

（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汤恩比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

34 个文明（鲁凡之，1988：26），殷海光讨论了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 4 个“完整而独立的”

文化（殷海光，1988：491）。亨廷顿认为人类社会有“12 个主要文明，其中 7 个文明已不复存在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

明），5 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顿，1999：

29）。尽管学者们对世界文明体系的具体分类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看到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并

把文明差异视为解读不同地区出现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亨廷顿甚至用

“文明的冲突”来分析当代国际关系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主线。 

 

一、 语言文字是人类群体文化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群体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声

音表达，文字是语言的可视性符号，正是通过书写文字和印刷物，人的思想、知识与文化得以传

播、交流和延续。由于不同地区人类群体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高原、海岛、平原、沙漠、极

地、森林、热带雨林、丘陵山地等），人们从周边自然界听到并可供人类学习发声的声音及所获

灵感而发明的文字不同。当世界各地人群创立了本群体用以交流的发音规则和语言词汇后，相应

的文字和语法也随之诞生。由于世界各地衍生出不同的语言文字，最后发展出来的词汇-话语体

系和知识系统也各不相同。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字，有些已经成为遗迹（如埃及、

玛雅文字），许多仍在使用。如果说古代的建筑物、绘画雕塑、器皿用具等表现的是人类文明的

有形结晶，留存下来的语言文字材料则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 

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出不同的经济形态（耕作农业、游牧业、狩猎、渔业等）和

社会组织（氏族、城邦、部落、王国、帝国等），因此世界各地不同人群在生活和生产中发明和

                                                        
1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5-13 页。 
2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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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以不同词汇、语法表达的知识体系，其内涵自然带有本群体的文化特征，彼此之间存在或

大或小的差异。越是用来表达简单现象的词汇，彼此差距就越小，如对于数字和各种动物（牛、

羊、狗、猫等）的名称，在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实现简单对译。而对于稍微带有复杂社会意涵的词

汇，如亲属关系（家、族、表亲等）的称呼，有时就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汇。如中国人把“姨”

（母亲的姐妹）和“姑”（父亲的姐妹）、“舅妈”（舅舅的妻子）、“伯母”（伯伯的妻子）区别得

很清楚，但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词（aunt）。对于那些更抽象的哲理和政治词汇，虽然我们可以勉

强探寻意思比较相近的词汇，努力在语言之间进行互译，但是各自深层次的语义内涵也并不完全

相同。如中国古代学者老子的“道”、“名”和孔子的“仁”、“恕”，译成英文就很不容易，需要

在后面写一大段话来加以解释。中文中的“国”与“国君”、“朝”与“皇帝”，虽然我们可以在

英文中译成“kingdom”（state）、“king”和“empire”、“emperor”，但这些词汇的深层含义在中

外思想体系中的内涵也存在差异。 

中国的单音节方块字是一种意音文字（logogram）。当今世界一共有五大书写系统：拉丁字

母系统，西里尔字母系统，阿拉伯字母系统，婆罗米系字母系统（梵文字母系统）和汉字系统，

分别对应当今的五大主流文明：西方文明（拉丁文化圈），东正教文明（西里尔文化圈），伊斯兰

文明（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明（梵文文化圈）和中华文明（汉字文化圈）。其中前四者属于拼

音文字，汉字属于语素文字1，在当今世界的语言文字体系中独树一帜。当然，这仅指文字系统

而言，因为“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从更广义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涵盖面来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就更大了，差异到足以引发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 

 

二、 中华文明不仅包括中原文化，也包括周边少数族群文化 
 

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发源地，起初是典型的耕作农业文明，在与周边群体的

交往交流交融中，不仅中原文化大量吸收了周边的游牧文化、山地文化、高原文化和渔业文化，

周边人群也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形式。因此藏族文化、新疆各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周

边群体的文化也被逐步吸收进“中华文明”的大系统中。20 世纪 30 年代，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中

国内部有三大文化圈：中原的汉文化圈、西南的藏文化圈和西北的伊斯兰文化圈（顾颉刚，1939）。

即使书写文字不同，中华各族之间经过千百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彼此文化的深层结构与

内容、形式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不仅由古至今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学者用汉文

写作2，许多汉文小说也被译为各族文字。如晚清蒙古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汉文《红

楼梦》的影响，《三国演义》有蒙古文译本和满文译本（陈岗龙，2011），《水浒传》和《金瓶梅》

有满文译本（贾杉杉，2017）。但是学术界对历史上各族文学交流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一领域没

有得到主流社会的相应关注。 

同时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民国时期及 1949 年后编写的几本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郑振

铎，1938：余冠英等，1962；游国恩等，1964；袁行霈，2005；章培恒、骆玉明，2011；钱穆，

2016）介绍的都是汉文文学，并没有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在内，各大学中文系的

教学与研究也极少涉及这部分内容。中国有 56 个民族，只讲汉字记载的文学，是不能叫“中国

文学史”的，只能叫“汉字文学史”，只讲授汉文文献典籍的院系也不宜称作“中文系”，只能叫

“汉文系”（马戎，2010）。与此平行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另外一些学者编

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马学良等，2001）和相关丛书3。这种在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族别

                                                        
1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724350/answer/49504626 
2 许多边疆部族首领的姓名和活动通过汉文史料得以流传，甚至古代印度的许多地名今天需要通过唐代玄奘的日

志来加以考证。汉文文献是研究亚洲各国历史的重要宝库。 
3 这套丛书包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李鸿然，2004）、《20 中国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编年》（赵志忠，

2006）、《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梁庭望等，2006）、《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梁庭望、张公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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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隔，对于中华民族各群体认识历史上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实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能够把

中华民族放到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中来梳理各自的文化发展和交流融汇，那么各族文化

在交汇中发展成长的历史脉络将会显得更加清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将会对历史上的族际文化交

流有更多的了解，可以有力地增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和文化认同。 

以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为主脉的中华文明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一度

对周边国家产生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引领了东亚各国在许多领域的发展。回顾东亚各国的历史，

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越南、菲律宾等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历史叙事、儒学、

宗教、建筑、服装、饮食、陶瓷器）都曾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三、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和东亚占据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为欧洲工业化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割地赔款，

接受鸦片和其他西方商品。在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呈现的压倒性态势下，西方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的

互动中占尽上风。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来描绘当时的世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但是这句话更多反映出的是民间对官府“崇洋媚外”的讽刺。尽管那时也有个别绿林好汉敢于造

反，个别官员敢于依法办事，但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是当时整体的常态，而“洋人怕百姓”

（如三元里抗英）则仅仅是罕见的个案。 

中国人十分不情愿的改革活动也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从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再到一些人提出激进的“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主

张。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私塾、书院所讲授的知识完全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1905 年的“废科举，兴新学”，是中国人搁置自己的文化传统转向西方工业化文明的一

个重要标志。其中特别明显的文化转型表现在汉语形式的变化和以汉语文表述的话语和知识体系

的演变。西方的教育体制（小学、中学、大学等）、学科分类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

和整套知识话语被全盘接受，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纷纷进入新式学校读书，其中部分人直接出国留

学，留洋归国的 20 余岁年轻人则被各大学争相聘为教授。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大门后，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了中华文明，成为东亚各

国学习的榜样，各国纷纷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对本国的影响，努力“变法维新”、“脱亚入欧”1。

尤其是东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全面系统地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引入，转译

成日文汉字的印刷物。甲午战争后，数万中国留日学生再把这套用日本汉字表达的西方知识体系

引入中国。1897 年梁启超等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所译的书籍“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

西文”（梁启超，1897：58）。原因很简单，“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日本自维新以后，锐

意新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术，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

甚鲜，而获益甚巨”（梁启超，1896：158-159）。与此同时，大量英、法、俄、日等各国文学

作品被翻译成汉文出版，汉文词汇、构句法、标点符号、表述方式等从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李敖认为“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

动……；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

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李

敖，1961）。在外部语言文字和西方各学科出版物的影响下，今天我们学习和使用的汉文语法与

词汇体系与晚清时期的汉文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称之为“欧化”亦不为过。 
 

                                                                                                                                                                       
199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马学良等，1997）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李德洙，1994）和分

族别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但是这些丛书极少受到汉族学者的关注。 
1 在此期间，“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实是借语音中心主义来消除汉字的影响，找寻属于日本的‘民族性’”

（黄华，201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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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生能否超过先生 
 

我们承认，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日文印刷品或直接从西方国家文字印刷物努力学习现代

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但是在这些由西方人开拓的领域里，中国人作为具有不同文化

传统背景的“学生”要想超越“先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看到部分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科技体制

下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有的甚至获得物理学、化学诺贝尔奖。但是毋庸讳言，他们接

受教育、成长和研究过程深受西方文化和科技体制的影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创新。 

但是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随着中国

人勤奋的学习传统和潜在创造力在新环境中的展现，有些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学者近年来

也做出了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屠呦呦获得医学诺贝尔奖就是扎根于传统中医药土壤而做出突出

成绩的中国学者的一个范例。随着中国在科学技术、制造业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21

世纪中国人的自信心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开始对自身传统的中华文明（包

括各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并引以为傲，开始以文化平等、各美其美的心态向世界展示

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戏剧、民乐、饮食、建筑、医学、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也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衬托下，才会引起其他文明体系民众的关注和尊重1。 

学生超过先生，这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中并不罕见。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和美国

先后超过了英国，苏联人在太空探索领域也曾一度领先。“日本第一”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成为

一个世界热门话题，现在人们又开始热议“中国奇迹”。但是，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来

看，我们必须承认在学术探索和教育领域方面，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和短板，

中国在 21 世纪仍然需要虚心地当学生。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头脑必须非常清醒。 

 

五、 对近代中国“话语转型”的再认识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当“学生”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系统

地引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我们频繁使用的许多核心概念，如“民族（nation）”、

“民主（democracy）”、“平等（equality）”、“自由（freedom）”、“共和制（republic）”、“民族国

家（nation-state）”、“国（state）”、“政党（party）”、“帝国（empire）”甚至“家庭（family）”、“权

利（right）”等等，其背后都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伦理和法理背景。这些汉字词汇绝大多数是日

文汉字的转换，由于其实质内涵与中华文明传统中相近概念的内涵存在差异，中国人在使用这些

概念并与西方人对话时，往往因内涵歧义而出现误解甚至冲突。而西方人同样觉得中国的许多观

念很难译成西方文字，如把“天下”直译为“under the sky”，其实是不得要领。 

中国政府需要与各国政府打交道，需要开展谈判和签订条约，中国学者需要与各国学者在各

种会议上进行交流，相互沟通交换信息。多年来在这些中外交流中，外交活动的工具语言主要是

外语2，使用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话语通常也都是西方词汇。除了中文、中医、中国历史等学科之

外，我国其他理、工、医、农、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们阅读研习的主要是西方教

科书与研究文献。在我国教育部门的评价体系中，也把在英文杂志发表论文的水平看得高于中文

杂志。久而久之，这种交流形式和对话态势使得许多人已经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

而且很自然地把一些西方的概念不加思考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场景。但是中国社会发源于并生存在

                                                        
1 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上升之后，西方世界开始“平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些很难翻译但是

发音简单的中国词汇，便被西方人直接借用中文发音来表达，如“gung fu（功夫）”、“guanxi（关系）”等。

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的一些词汇（如 sushi 寿司、Geisha 艺伎等）也被收入英语词典。 
2 更准确地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语言（英、法、俄、日、西班牙语等），在与亚非拉有殖民地历史的新生国家

进行外交活动时，也主要采用已成为当地官方语言的前殖民者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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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上，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矛盾和争议话题，究其本源，也许正与这些引入的西方

概念的生硬搬用有关。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也

许到了我们对近代中国“话语转型”的社会后果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刻。例如对上文提到的这些核

心概念，我们应当逐一进行系统的梳理，看看它们在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中究竟具有

哪些内涵，分析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和今天我们使用时表示的意思是否存在出入与差异，思考在

中国传统词汇和西方话语之间的对接和互译中存在哪些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 

 

六、 自西方引入中国的“民族（nation）”概念 
 

现在中国人常用话语中的“民族”这个汉文词汇，究竟是指称以血缘为主要纽带和认同边界

的家族、氏族？还是主要指称以行政管理单元和政治实体为固定边界的“部族”和“国族”？“民

族”在西方语境中相对应的英文词汇应当是“nation”还是“ethnic group”？如果是前者，那么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是否应当译为“国族”？如果是后者，是否更确切的译法应当是“族群”？这

是近些年来人们时常争论的一个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有“民族”概念，并且举出《南齐书》中的例子（萧子顯，1972：

934）。其他学者随即指出，《南齐书》中的“‘民族’则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李大龙，

2017：22）。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分类和认同意识中并不存在今天我们使用的“民族”

概念，即使在古籍中偶尔出现这两个连用的汉字“民族”，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

今天我们所用的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是晚清时期才被西方人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

此曾有许多介绍与讨论（梁启超，1922：42；袁业裕，1936：19-21；潘光旦，1995：48）。中国

共产党则长期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1913：294）。

这一马列主义经典定义被写入教科书，并且成为新中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重要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牙含章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撰写的“民族”词条指出，

汉文“民族”一词最接近的英文词汇是“nation”（牙含章，1986：302）。而研究民族主义的西方

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指出，英文的“nation”最初指的就是强调平等公民权的“公民的‘民

族’模式”（the civic mode of the nation），而不是后来在东欧和亚洲衍生出来的“族群的‘民族’

模式”（the ethnic mode of the nation）（Smith，1991：11）。 

中国人讲“天下”和“华夷之辨”，西方人讲“国家”和“领土主权”，两个概念体系可以

说完全无法对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天下观’受到来自泰西的‘国家观’的竞争，不断

趋于下风”（黄华，2014：210）。二者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对接，必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讨

论的焦点。“在 1895至 1899这四年间，‘天下’这个词的使用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而

‘国家’一词的使用，也是在 1895年后突然增加了，‘民族’一词的使用则到 1900 年后才开始

井喷之势。1900年以后‘天下’一词的使用次数急遽减少，‘民族’一词急遽增加，这在 19世

纪是难以想象的”（金观涛、刘青峰，2009：242）。面对晚清“亡国亦亡天下”的巨大危机，

“志士们从文化走向政治、从天下观走向国家观的心理调适过程中，实用主义倾向日益占据上风”

（黄华，2014：211）。因此，用政治化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重建国家认同体系成为中国

人探索“救亡图存”的一条新径。 

在晚清时期，中国许多群体已经被西方和日本学者称为“民族”，那时“蒙古民族”、“满洲

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名称已在国内被普遍接受。正是考虑到这些引入的概念在西方民

族主义理论指导下有可能导致中国分裂，梁启超先生努力区分开两个层次的“民族主义”：“小民

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

族是也”。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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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89：75-76）。他强调的“大民族主义”即是包括全体国民的“中华国族”。孙中山

最初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人民族主义口号，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都称

之为“民族”。在辛亥革命后的新形势下，他把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国族”。他在《三民主义》

第一讲中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并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

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2），明确提

出全体中国人同属“中华民族”。 

今天我们讨论“民族”定义，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民族自决”、“建立独立的民

族国家”已经被普遍认定是“政治正确”的主张。发源于西欧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国家”政

治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并被“普及”到全世界。这一“民族”

理论主张：“任何认为自己是‘民族’的人民群体都宣称有自决的权利，这就是在自己的疆域内

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第二，随着这样的潜在‘非历史’民族的增加，族群性和语言转而

成为重要的、越来越具决定性的、甚至成为唯一潜在的民族建构标准”（安东尼·史密斯，2006：

96）。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也同样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列宁明确提出要“无条件地、

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列宁，1914：217）。而世界各地的“民

族”自决建国运动和苏联、南斯拉夫以“民族”为单元的解体1，这些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实践成

为这一“民族”理论的最佳注脚。 

 

七、 同样引自西方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 
 

美国是个主要由欧洲各国移民所组成的新国家，各国移民都有对原居住国保留了不同程度的

“民族”认同，要在这样族源纷杂的人口基础上构建一个“美利坚民族”，在所有公民中建立对

“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认同，这个认同对象只能是“国族”。那么，这些移民从母国继承下来的

语言、文化和群体认同应当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为了妥善协调这两个不同层次群体认

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ethnic group”等新词2应运而生。这个词被港台留美学者译为“族群”。

哈佛大学的格雷泽教授 1975 年专门谈到采用这个新词的必要性：“我们建议使用一个新词以及一

种新的用法来反映新的现实，这个新词反映了现实中的变化。这个新词便是 ethnicity，而新的用

法则把处于社会边缘、作为社会少数群体和亚群体的‘族群’（ethnic group）明确地扩展为一个

社会的主要部分”（Glazer and Moynihan，1975：5）。这样，来自世界各国讲不同语言、信仰不

同宗教、有不同体质特征的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等群体在美国都可以被称为“族群”，各族群

成员保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但是全体国民的政治认同是“美利坚民族”即国族。这是

同时兼顾两个层面（体质-文化层面、政治层面）认同的群体认同结构。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近代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国族”

认同，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就是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

1989：1）。1949 年后，政府正式识别出 56 个“民族”。“中华民族”与 56 个“民族”在称谓上

如何区分和协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学者对于“nation（国族）”和“ethnic 

group(族群)”二者之间的层次区分并采用不同的词汇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 

 

八、 结束语 
 

鸦片战争爆发至今已有近 180 年了，翻阅当年中国的史料和文稿，面对圆明园遗迹和许许多

                                                        
1 前苏联的联邦制里，各民族共和国是以“命名民族”为主导的管理各族居民的行政单元，而且中央政府一度强

力推行各共和国官员的“民族化”。 
2 另一个新词“ethnicity”（族群性）对应于“nationality”（国族性、国籍）。我国把“中华民族”译为 Chinese nation

是适当的，但是把 56 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译为“nationality”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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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旧中国的老照片，读到“洋人们”对晚清、民国时代中国和中国人的记述文字，任何人都难掩

心潮，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上海有个外国公园。门

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陈天华，1903：71）。郑观

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

事，耿耿不能下脐”（郑观应，1894：11-12）。谭嗣同在诗中叹息：“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

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侵华战争中，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国土，几

千万人被迫逃难流亡，日军官兵竟然以斩杀中国平民数目来竞赛取乐！有的统计说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军民死伤总数达 3500 多万人。那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劫难！ 

但是我们终于走到了今天。 

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中国在一些领域也强

起来了。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许多最优秀的学生

仍然出国接受教育，许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就业。我国内部仍然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和社会矛盾，

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民族隔阂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古人说：“居安思

危”。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可以“居安”的历史阶段。 

回顾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之间交流的相互态势，我们特别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年学习西

方文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必须充分认识西方文明和知识体系的长处，认识中华文明传统中内含

的短处。在今天，尤其要切忌把这些短处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拿出来宣扬。我们必须牢记，

正是由于近代西方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才推动人类走进了工业化时代。要牢记在那

些盲目自大的年代，中国人曾经遭受过怎样的苦难。在今天，我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需要虚心向西

方文明学习。我们在欣赏国画的同时，也应当欣赏素描和油画，在继承中医的同时，需要继续学

习西医。西方世界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中仍然有

大量的智慧和精华需要我们去学习和思考。如何打通中国传统思想、概念与表述话语与西方文明

的思想、概念和表述话语之间的交流与互译，在 21 世纪仍然是中国学者面临的任务。面对今天

我国一些地区严峻的民族关系现状，我们特别需要去仔细梳理晚清、民国时期在西方知识体系影

响下中国的“话语转型”过程，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智慧，通过学理和基本话语的重建推动 13 亿

国民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

华民族。 

 

参考书目： 

安东尼·史密斯，2006，《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 

陈岗龙，2011，“《三国演义》满蒙译本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 

陈天华，1903，《警世钟》，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期，第 1-19页。 

顾颉刚，1939，“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 年 2 月 13 日《边疆周刊》第 9 期。 

黄华，2014，“从‘天下’到‘国家’：清末语言运动中的‘声音’和言语文化”，《傳播與社

會學刊》总第 29 期（2014 年），第 207-233 页。 

贾杉杉，2017，“清代汉族古典小说的满文翻译”，（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金观涛、刘青峰，2009，《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李敖，1961，“播种者胡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619/10/786299_127975809.shtml 

李大龙，2017，“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中

国史研究》，2017年第 1期，第 13-22页。 

李德洙主编，199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619/10/786299_127975809.shtml


 8 

李鸿然，200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梁启超，1896，“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64-76 页。 

梁启超，1897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8-49 页。 

梁启超，1904，“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 2 册，文集之十三，北京：中

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67-89 页。 

梁启超，1922，“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43-45 页。 

梁庭望、李云忠、赵志忠，2006，《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梁庭望、张公瑾，199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列宁，1914，“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列宁全集》第 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 211-219

页。 

鲁凡之，1988，《中国发展与文化结构》，香港：集贤社。 

马戎，2010，“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93-103 页。 

马学良、梁庭望、李云忠，1997，《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200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潘光旦，1995，《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钱穆，2016，《中国文学史》，北京：天地出版社。 

塞缪尔·亨廷顿，1999，《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斯大林，1913，“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289-358 页。 

孙中山，1981，《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 

萧子顯，1972，《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牙含章，1986，“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 302-303

页。 

殷海光，1988，《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游国恩等主编，1964，《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余冠英等，1962，《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袁行霈，2005，《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业裕，1936，《民族主义原论》，北京：正中书局。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2011，《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赵志忠，2006，《20 中国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编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郑观应，1894，《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郑振铎，1938，《中国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Glazer, Nathan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 1975,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